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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现代作家地理分布及走向研究 

池若飞 

【摘 要】浙江省现代文学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目前研究主要集中

于单个作家的创作价值评估，或某一地区作家群体的创作钩沉，整体性的研究仍付之阙如。本文拟利用时下兴起的

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对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走向特点及原因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对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

的深层互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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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地理学的研究在本世纪初渐成“显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随着地理意识和空间意识的增强，学

者们积极寻找文学地理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其中，梅新林、夏汉宁、曾大兴等运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

学家地理分布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学家、文学作品相渗透、影响的交互关系，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

绩。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②从中国古代地理形态变化与著名文学家地域分布及流向的关系，构建中国古代

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夏汉宁以《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①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详尽的考录和归纳，考察出

宋代江西聚居各地的文学家族在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崛起和壮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曾大兴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的研究兼具微

观与宏观视角，即有广东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及特点研究、岭南气候与物候对作家生命意识与艺术风格影响等实证研究，又孜

孜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试图建立起与文学史学并峙的文学地理学。③在他们的推动下，学者们纷纷从实证研究和理论

体系构建两个方面将文学地理学研究向纵深推进，使得这一领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相形之下，现代文学的相关研究仍然付之阙如。究其因，古代社会发展缓慢、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小，各地区在自然风

貌、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等方面相对封闭和独立，因此区域间的差异明显，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家及作品的交互关系颇具说服

力。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变化相对剧烈。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逐渐建立，使得人口的流动

前所未有地自由和迅速，因此，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尽管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条缓慢流动

的河流，优秀的作家们纷纷以带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创作自立于文坛，尤其在对某籍某地的某些作家群进行考察时，他们身上体

现的集体文化自觉和地域烙印就尤为显著，由此，浙江籍现代作家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现代文学从时间跨度上讲并不长，

但这是一个创作异常活跃、名家辈出的时期。而浙江作家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其人数之众、成就之大、涉足的文

学门类之丰富，非他地作家可比拟，其地缘因素不可忽视。 

浙江文化和文学的繁荣，由来已久。自唐后期，浙江就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迁都浙江临安，浙江遂

成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明清。至民国通商口岸被开辟，西学东渐，浙江在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上，

又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新思潮、新式教育的重地。浙江的文化形态既统一又复杂多样，既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

结合，又是吴越文化的汇集之地，而北人的大量南迁又为其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浙江地区间的地

理形态差异而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使得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仍较为显著。这些都为研究浙江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提供了客观条

件。本文初步考察分析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及走向，即“版图复原”研究④，分析作家繁盛与区域间地理文化差异的深层

关系，以期对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的深层互动性研究提供参考。 

一、浙江现代作家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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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浙江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在作家的选取上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作家的出生地在浙江；二是作家的教育、成长经

历与浙江有着密切的关系。依据这两个标准，本文在作家选取上主要参考陈坚主编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⑤和郑绩的《浙江现

代文坛点将录》⑥。两书是符合上述作家选取条件且收录作家最全面的两本参考书目，此外，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也作了较

为详尽和真实可信的介绍，非常有助于笔者的分析研究。由此，笔者最终选取了109位浙江作家，虽不能说全面的收入了浙江现

代作家，但是重要的作家几无遗漏，未收入的在创作的量和质上均相形见绌，影响力和创作价值也委实可忽略不计。 

据周祝伟在《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一文的观点，浙江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衢州、处州、温州11府，治杭州府，定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一月。此后，这一行政区域

格局历经600余年以迄于今，从未再有大的变更。⑦因此对作家的地区划分即使参照当今的行政区域规划，也应无重大偏差。 

笔者对这 109 位作家的地理分布作了详细地统计和归类，见图一（此图采用 2005年浙江省行政区划图）： 

 

1.绍兴市24人（其中绍兴县12人、上虞市7人、嵊州市4人、诸暨市1人）。 

2.宁波市24人（其中慈溪市6人、镇海县5人、鄞县4人、宁波市3人、宁海县［原属于台州］2人、余姚市2人、奉化市1人、

象山县1人）。 

3.嘉兴市18人（其中桐乡市6人、海宁市6人、嘉兴市3人、平湖市2人、海盐县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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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州市13人（其中温州市8人、永嘉县3人、乐清市1人、苍南县1人）。 

5.杭州市10人（其中杭州市8人、富阳市1人、桐庐县1人）。 

6.金华市9人（其中义乌市5人、金华县2人、兰溪市1人、武义县1人）。 

7.湖州市5人（其中吴兴4人、德清县1人）。 

8.台州市3人（其中天台县3人）。 

9.丽水市2人（其中丽水1人、青田县1人）。 

10.舟山市1人（其中定海县1人）。 

即下图： 

 

上面两图直观地反映出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分布格局，即：1.作家由沿海、沿边地区向腹地逐渐减少；2.浙西的嘉兴、杭州，

浙东的绍兴、宁波、温州五个地区，是现代作家最为集中的区域，每个地区的作家数量均在10人及其以上，以绍兴和宁波作家

数为最，五个地区的总和占全部浙江现代作家的80%之多，且现代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汇集于此。而这五个地区与省内

其他地区相比，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交通、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区位优势，具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因此也就形成了

作家们的渊薮。 

二、基于作家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浙江现代作家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历史的、长期的、必然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分析重点

地区的区位优势形成原因，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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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因素。自明以来，浙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以浙西的杭嘉，浙东的宁绍温地区为胜。杭嘉湖是全国丝织生产与

交换的著名地区，宁绍、温黄平原的棉花种植及纺织业又极为发达。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市镇数量的猛增和市镇经济

的蓬勃发展，到近代，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初具规模。甲午战争之后通商口岸的开辟，这些区域又成为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首当其冲之地。当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在上海经济的辐射之下，上述地区的棉纺、缫丝和丝织业、

造纸、机器制造、火柴制造以及手工制品、渔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了更具现代性的提高，城乡商品经

济无论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增长。经济的相对发达、交通的便利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2.文化因素。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人才之盛，位列全国第一。明以后，浙江的文学、史

学与哲学发展均极为繁盛，浙西考证学首推嘉兴的朱彝尊；浙东偏重于史学发展，以余姚的黄宗羲为开山，绍兴的章学诚为殿

军，而温州自宋以来就是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大家辈出。由此至近代，深厚的学术底蕴方能生生不息，孕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

学家。学术底蕴的深厚可以从绍兴地区现代作家身上一窥究竟：1900年以前生人，或自为秀才、拔贡，如蔡东藩、刘大白；或

书香门第、幼读家馆，如胡愈之、夏丏尊等；或父亲为秀才、举人，父亲开蒙，如许寿裳、许钦文等，基本都受过扎实深厚的

传统文化教育。 

3.教育因素。经济的相对繁荣和发达，故浙江能广兴文教，明清之际浙江的地方官学和书院教育就盛极一时。科举废除之

后，现代初中级教育也得以尽快地建立和发展。“1913年5月，浙江省议会就通过《筹设省立师范决议案》，规定每一旧府各设

立师范学校一所，宁波、绍兴、金华、温州、处州5府所属师范学校一律改为省立，未设师范学校的各府必须在1914年7月1日前

设立。”⑧学费低廉的师范学校成为广大贫家子弟的优先选择。其中，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最为著名，它被列为民国时期国内六大

最著名师范学校之一，汇集了夏丏尊、李叔同、刘大白、许寿裳等优秀的教师，以开明学风和优良师资培养了诸如嘉兴的丰子

恺、查猛济，台州的柔石、林淡秋，绍兴的魏金枝、金华的冯雪峰、曹聚仁等一批年青作家。此外，经济发达地区如宁波、杭

州、嘉兴、绍兴、温州，私立学校的兴办之风也十分兴盛。开明有识的教育家和商人积极开办私立中学，如宁波效实中学、上

虞春晖中学、杭州安定中学、绍兴稽山中学等。考察浙江现代作家的教育经历，这些作家几乎都受到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受教

学校覆盖了公立、私立以及师范、专科院校。相对现代化的课程设置和开放的求学环境客观上推动了浙江启蒙哲学和人文主义

思潮的兴起，一批具有新的文化思想的青年学子得以迅速成长。 

4.杰出人物的带动和引领。重乡情、讲乡谊虽非浙江人独有的地域文化性格，但是浙江人将其发挥到极致，从明清龙游商

帮的全国称雄，到近代宁波商帮的崛起，再到当代温州人的独闯天下，他们始终以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的群体姿态闻名于海内

外。新文化运动中，以“一刊一校”为阵地集结起来的革新力量，汇聚了大量的浙江学人。在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推介之下，

《新青年》担任编辑、发表文章的浙江作家几乎占了该刊物同人一半的份额；而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执掌后，中文系也成了浙江

学人和作家的汇聚之所，除周氏兄弟外，还有颇具声望的“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和“三马（马裕藻、马衡、马

鉴）”。这个现象，甚至被某作家讥讽为“北大的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⑨。以乡谊之情带动后辈作家，首推鲁迅。绍兴地区的

22作家中，受到鲁迅提携进入文坛的就有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孙席珍、章廷谦、徐懋庸、魏金枝、许钦文7人。孙伏园在绍兴

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就是鲁迅的学生，1918年经周作人介绍，他和弟弟孙福熙兄弟到北京大学旁听，又受教于鲁迅门下。鲁迅到

上海定居之前，孙伏园与鲁迅的名字常常联系在一起。章廷谦在孙伏园的引见下与鲁迅建立交往，办《语丝》，在鲁迅的协助

下校录《游仙窟》，兄弟失和后甚至代为居中传话。徐懋庸致力于创作“鲁迅风”的杂文，在杂文集出版、左联的工作等方面

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魏金枝1929年经柔石引见，结识鲁迅，小说《留下镇的黄昏》经鲁迅之手发表，后又被鲁迅编入《中国新

文学大系》，从此以“乡土作家”的文名著于文坛。其他地区的作家也不乏深受鲁迅提携者，宁波的鲁彦成为“乡土文学家”、

唐弢专事鲁迅研究，柔石虽然英年早逝，却仍能够以少而精的小说创作在左翼文坛占有一席之地，都与鲁迅的照拂和影响密不

可分。除鲁迅之外，夏丏尊在提携后辈上也不遗余力。他发起春晖中学、参创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培育新人，其美术观念影

响了丰子恺日后的散文创作，丰子恺又接过老师衣钵，培育和影响了钱君匋等一批青年艺术家。正是一代代浙江作家不遗余力，

提携后辈，才使得薪火相传，浙江籍作家在现代文坛日益壮大，成为一支不可被忽视的“浙军”。 

5.本土文学团体的蓬勃发展对青年作家成长和成熟的加速作用。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影响最大的几个文学团体，如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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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几乎均由浙籍作家作家领衔或担纲组建。与此同时，有的本土文学社团也具有了全国影响

力，如杭州的晨光文学社和湖畔诗社。前者1921年由潘漠华、汪静之等发起，社员有柔石、魏金枝等，《晨光》文学周刊为社

团刊物，主要创作诗歌和散文；后者1922年成立，成员即是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

峰 糂寣_和汪静之。出版《湖畔》、《春的歌集》等诗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在浙江本土产生影响力的

还有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由宁波的省立四中、春晖中学的部分师生组成。其他如杭州的兰社、悟社、荒原社，绍兴的微光社、

启明学社，嘉兴的桐乡青年社等，为浙江的新文学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也孕育了新文学创作更多的后备力量。 

三、重点区域作家走向分析 

以上对浙江作家的分布特点及原因做了整体分析，结合重点地区的作家分布及各自的生平经历，不同地区作家在创作风貌、

走向等方面还略有差别，笔者试分析一二： 

1.绍兴地区的作家可大致按照出生年划分为两批：一批在1900年前生，五四时期已经在新文学领域有所成就，如周氏兄弟、

刘大白、许寿裳、孙伏园、孙福熙、胡愈之、夏丏尊、许钦文等，与鲁迅的交往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文坛作熟知的重要原因

之一。另一批在1900年以后出生，在创作的多样性和文坛影响力上都逊于前一批，他们中较为成名的多与鲁迅的提携和扶持有

关，如章廷谦、徐懋庸等，且文坛走向多选择左倾，成为左翼作家。 

2.相比于绍兴的作家，宁波地区的作家基本都出生于1900年后，从开蒙到初、中级教育都以新式教育为主，传统文化对他

们的束缚相对较少，思想上也就更加激进和现代。宁波人作为上海开商埠之后进入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上海密不可分的关系也

体现在这些作家身上。他们不论家境或贫或富，总有亲戚或家人在上海经营实业或讨生活，因此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即到上海

读书或谋生，如殷夫、柔石、应修人等；或大学时期在上海度过，如邵荃麟、王任叔等。上海是他们睁眼看世界，进行人生选

择的重要场域。徐訏、穆时英作为“富家公子”，充分体验着上海作为大都市的五光十色，时髦的都市洋派文学是其文学追求；

苏青、杨荫深等上海谋生的市井小民，俗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是其生存之道；唐弢、楼适夷、包文棣、应修人少年辍学，作为普

通工人上海谋生，靠勤学多思、自强不息走上文坛的作家，其创作倾向就必然偏左。 

3.嘉兴地区作家的组成和文体风格最为复杂，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青年作家的生活轨迹多与上海有关，但受左翼

风潮影响的较少。三位领军式的人物茅盾、丰子恺、徐志摩创作文体和风格各异，对其他嘉兴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远不及鲁

迅在绍兴作家群中的影响力。茅盾年少时即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谋生，除带动其胞弟和妻弟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其影

响力恐怕更在嘉兴作家之外。徐志摩丰子恺1919年考入浙江一师，深受李叔同和夏丏尊的影响，奠定他一生音乐、书画和散文

相辅相成的艺术风格。后辈作家钱君匋、黄源均曾为他的学生，钱君匋的艺术之路受到过丰子恺的影响，黄源却更接近鲁迅。

其他作家，如顾仲彝、朱生豪、曹未风等，各自在话剧创作、小说翻译等领域有不小的成就，互相之间的交集却很少，难有相

近的文学品格。 

4.温州地区的作家与其他地区相对交往较少，而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交往影响甚深。永嘉学派到清末民国初，出现了经学

大师孙诒让，同时他又是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使得浙南地区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初、中级教育。老一辈温州作家如夏承焘、

王季思等人就在孙氏创办的新式学堂受教。更年轻的温州作家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为据点相互联接起来，受整个社会政治环境

的影响，纷纷参与了进步的文学活动。赵瑞蕻发起“野火读书会”，勾连起马骅、林斤澜、唐湜等一批30年代在十中念书的温

州作家，以校刊《明天》为阵地，从事进步艺学创作。抗战爆发，他们又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前哨剧团”，演出

由董每戡、董辛民创作，董辛民导演的各种抗战宣传剧，对温州的抗日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宣传作用。温州现代作家虽然数量尚

可观，但其成就与影响力与绍、宁、嘉三地比稍逊一筹。 

5.与以上四个地区相比，杭州虽为省会，经济文化发达，本土作家数量却并不算多，但举足轻重的不在少数。夏衍、郁达

夫、戴望舒、施蛰存均可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引领时代风气，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与其他杭州作家一起，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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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作为重要的人生舞台，且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年代纷纷转向左倾，成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典型性人物。 

根据以上对五个浙江作家最集中地区的作家分布及走向分析，以1900年前后出生为界，我们可以把这些浙江作家大致分为

五四时代和后五四时代作家。前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已经成名，如周氏兄弟、刘大白、蔡东藩、夏丏尊、胡愈之等，他们

是传统教育方式下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家境殷实，诗书传承，很多人甚至参加过清廷的科考。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还处于由近代

向现代缓慢过度的阶段，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脱颖而出的他们几乎都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因此，他们可以相对

自由地出入于新旧文化之间，既可以作倡导新文学的先锋，又不乏旧式文人的爱好和趣味，两者并行，他们得以建立起较为系

统和强大的文学和学术自信。在社会形态和政治风潮剧烈的变化到来之际，涵养、经历和眼界已使得他们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

和人生观，因此文学和人生选择多样而复杂。 

后五四时代青年作家1900年后出生，基本接受了完备的新式的初、中级教育，其经历与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叙述的大

同小异：成长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浙江独立、五四学生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轮番上演，本人的经历则是新式开蒙初

小、学徒、甲种工业学校、学运风潮、赴日留学、上海谋生中的诸种。30年代初国难愈加深重之时也是文学创作和人生选择的

关键期，因此，他们在人生选择上要单一得多。除嘉兴地区外，其他四个地区的青年现代作家基本都选择了左翼文学的创作道

路，而随着抗战的爆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直接成为中共党员或参与到我党的进步文艺运动当中来，办报纸刊物，进行话

剧、散文等进步文艺创作。 

四、“后五四时代”作家走向与上海之关系 

浙江作家生长于斯、受教于斯，其成名却大多在寓居他所之后。“他所”文化之异质性、氛围之包容性、人才之多样性，

都促使作家们得以以“他者”之眼光，重新打量“自我”，从而实现文学和人生道路的转变或升华。上海作为毗邻浙江又是当

时极为发达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无疑是大多数浙江作家的神往之地，最理想之“他所”。在109位浙江作家中，85人与上海有过

交集。而在91位后五四时代作家中，32人在上海的中学、大学读过书，62人在上海谋生，48人在上海加入了左联或入党。因此，

在他们的人生走向中，上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初开始，上海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方面最西化的精英阶层诞生在这个城市，上海是时髦、华丽、

最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商业中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城市。另一方面新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中国最大数量的城市劳工也聚集在

这个城市，从五四运动总罢工到各种反日运动、抗日战争，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城市下层民众一次又一次联合起来，上海在

政治上高度活跃。 

上海高等教育机构的林立，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群体，又为政治上活跃气氛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据

学者叶文心对1934年高等教育机构的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111所公立、省立、私立大学和公立私立的独立学院和特殊学院分布

在21个省市，而上海独占25所，为全国之最。⑩而“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官方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

而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方面的发展。”⑪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是20世纪最初十年里的三所代表性的私立大学，

到20年代，大同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又相继成立，私立大学相对灵活的办学方式和课程设计、低廉的学费、

开明的学风，既延揽了一批海内外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入校任教，又网罗了大量激进的文学青年。其中最具有激进色彩的是上

海大学。1922年上海大学成立，一大批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该校任教职。他们设计学校的课程，举办免费的公开

讲座，吸引了大批爱国的文学青年入学，又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政治态度。这种影响在五卅运动期间达到顶峰，五卅运动正是

产业工人与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政治斗争的结合，而上海大学的浙江学生联合会在五卅运动中尤为突出，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

中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 

此外，租界相对独立、分而治之的市政管理体制给予民众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使得上海成为东西文

化交汇的前沿和中心。表现之一就是普罗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也被大量地译介，施蛰存就回忆说:“那时候，外国有了什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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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都能进来。苏联进步文艺杂志在秘密书店里也可以买得到。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上是和他们文学发展同步的。” 

⑫普罗文学虽不免简单、幼稚病，但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仍然符合时代脉搏、符合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阅读期待。因此，“上

海的出版机构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阅读倾向驱导，纷纷出版进步书刊。” ⑬三十年代鲁迅在给友人的信

中也提到:“近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 ⑭激进的左翼风潮在上海发展、壮大，至1933年“左

联”的成立，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些激进青年又转而成为左联的参与者乃至中坚力量。

待左联解散，政治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由上海文化环境孕育和唤醒的这些浙江籍左翼作家或留在上海，或回到家乡，或辗转流

徙到其他省份，而从事进步文艺创作已经成为其政治和文化使命，伴随其短暂或绵长的一生。 

以上，我们探讨了后五四时代作家的走向与上海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近代教育本身不以培养特定职业

的人群为目的，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缓慢，无法吸收这些新受教育的群体，没有出路的学生被边缘化，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

就很可能对原有的政治制度发起挑战。这时，近代教育客观上起到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⑮可以说，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在教育

和文化资源上的近乎一枝独秀式的畸形发达，在“浙籍”现代作家尤其是后五四时代作家人生走向的趋同性、单一性上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而“浙籍”现代作家与上海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不止于此。 

古代社会，受教育是少数有闲阶级的特权，学术与文学往往是在门阀士族或者官宦世家中代际相承，因此前人的成就尤其

得到重视，学术的演进、文学的发展，多是一个体系内部缓慢、累积式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加上交通的不发达，作家的成

长成才在一个相对固定、封闭的区域内可以实现。如李真瑜在《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一文中即指出，古代文学的

繁荣和传承的重任，很大程度上是由区域性的文学世家来承担。⑯近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开始，原有的学术范畴、知识体系已无

法满足新的世界形势、时代氛围、社会环境之下渴求新知的国人的需求，知识的获取必须依靠信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通晓

古今不再那么重要，沟通海外获取新知变得迫切。新式教育平民化普及和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集中的特征使得大量受过初中等教

育的知识分子，涌入到经济发达，教育、文化优质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寻找自我实现的路径。可以说，近现代开始，作家的成

长成才必须要走出原乡，待在原地就意味着故步自封。这一方面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地域特征在人员的

大幅流动中逐渐淡化、模糊化，趋于同质化。狭义的文学地理学重点关注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地域空间对作家创作以及作品中地

理空间建构的影响，由此，“浙籍”作家这一标签在现代文学语境下还具有地理学意义，而在当代文化环境下，这一称谓更多

意味着行政户籍制度下的人群归类，文学地理学研究需要在更宏阔的视野下创造新的生长点。 

注释： 

①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夏汉宁：《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此概念见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⑤陈坚：《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郑绩：《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⑦周祝伟：《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⑧浙江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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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⑩⑪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57页。 

⑫施蛰存：《施蛰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⑬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⑭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55页。 

⑮吴怡频在《新式教育读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湖南、浙江两省比较》一文中，运用塞缪尔·亨廷顿在《变

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观点，“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

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

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认为近代教育在经济、政治发展缓慢的近代中国，客观上起到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 

⑯李真瑜在《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那些文化(也包括政治、经济等)含量较高的

世家大族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色之一。”《文艺研究》2003年

第 6期。 


